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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马新民 

〔提   要〕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中央关

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

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律依据，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

当前，美国等国家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

构成严峻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们需要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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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问题展开激辩。与美

国等国家提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同，习近平主席于 2021 年 9

月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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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202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亦将“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

之一。[2] 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的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国际社会起到

了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作用，彰显了中国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以国际良

法促进全球善治的鲜明立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涉外法

治建设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毅同志强调，“中国始终秉持《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大力弘扬多边主义精神和理念，为实现联合国理想、促进联合

国发展壮大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3]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具有坚实的政治、法律和实践基础，其建立在“四大

支柱”之上，就是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

律依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

一、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

（一）多边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将多边主义定义为三个及三个以上国

家通过临时性安排或一定的制度来协调国家间政策的交往实践。[4] 多边主义

理论代表人物、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吉将多边主义定义为根据普遍的

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5] 詹姆斯·卡

帕拉索认为多边主义具有不可分割性、普遍性组织原则和分散性互惠三个特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70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外交部网站，2023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mfa.
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zcfg/fl/202306/t20230628_11105189.shtml。

[3]　《五十载风雨无阻 新征程砥砺奋进》，外交部网站，2021 年 6 月 25 日，https://
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0/kjgzbdfyyq_699171/202106/
t20210625_9184413.shtml。

[4]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5, No.4, 1990, p.731.

[5]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n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



14

《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1 期

征，[1] 其中，不可分割性要求参与者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强调利益密不可分；

普遍性组织原则强调参与者适用的是普遍性的国际规则或原则，而非反映特

定国家利益的规则或原则，即反对排他性和歧视性关系；分散性互惠不同于

单边主义的本国利益至上，也不同于双边主义的双边互惠，强调各国的互利

共赢和集体行动。

判断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不在于国家的数量多少，核心要

看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所奉行的政策理念和行为准则。多边主义强调在国

家间关系中奉行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和不歧视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崇尚

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强调以互利互惠的方式协调行动，奉行平等民主

的决策程序。有学者强调多边主义以准则和原则为规范，并平等适用于所有

国家。[2]

不同于多边主义，单边主义是指强权国家不尊重多边规范，并采取以自

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3] 常被认为是非法、自私的，损害有关国家的国际声

誉，背负较高的政治成本。[4] 霸权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单边主义的集中表现。

双边主义是两国或双方之间以相互间的特惠为基础，并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其

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外交政策。[5] 在国际实践中，无论是美欧建立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还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

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形式上是多边或双边主义，实质上还是单边主义。

（二）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倡导者、维护者和践行者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1]　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6, No.3, 1992, p.603.

[2]　Caroline Bouchard and John Peterson, “Conceptualising Multilateralism: Can We All Just 
Get Along?,” MERCURY E-paper, No.1, 2011, p.10.

[3]　Ruth Wedgewood, “Unilateral Action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in Stewart Patrick&Shepard 
Forman,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2, p.146.

[4]　Alexander Thompson, Channels of Powe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U.S. Statecraft in 
Iraq,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5.

[5]　Atsushi Tago, “Multilateralism, Bilateralism, and Unilateralism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August 22, 2017,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display/10.1093/
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15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是多边主义的集中体现，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指

明了方向。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

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 习近平专门就多边主义的内核指出，“多边主义

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3]

他强调，“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

主化大势难逆”，[4]“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5] 王毅同志也指出，

“国际大事要由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制定。”[6]“我们要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7]“中国反对一切形

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8]《中

国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立场文件》强调，“多边主义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石，

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幌子，搞封闭的

集团政治；反对以多边主义为借口，将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

要反对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同盟”。[9]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61 页。

[2]　同上，第 470 页。

[3]　同上，第 461 页。

[4]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 年第 10 期，第 4-16 页。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 70 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

峰会上的致辞》，求是网，2022 年 5 月 18 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5/18/
c_1128663171.htm。

[6]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为和平发

展尽力，为团结进步担当》，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mfa.gov.cn/web/
wjbzhd/202209/t20220925_10771110.shtml。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70 页。

[8]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为和平发展尽

力，为团结进步担当》。

[9]　《中国出席第 77 届联合国大会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17 日，https://
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09/t20220917_10767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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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律依据 

国际秩序始终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法是国际秩序的依据。纵

观国际法 400 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 17 世纪欧洲公法，到 18、19 世纪欧洲

殖民时期“文明国家”之国际法，[1] 再到二战后基于《联合国宪章》（以下

简称《宪章》）并适用于国际社会全体成员之现代国际法的演变历程。相应地，

国际秩序也经历了从欧洲国家的区域秩序到欧洲主导的全球殖民霸权秩序，

再到以联合国及《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演变。在这期间，无论是

欧洲公法还是“文明国家”国际法之上的国际秩序，形式上虽由多国支撑，

实质上仍是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很难说是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真正全球

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在《宪章》确立后才得以建立。《宪章》被视为

现行国际宪政秩序核心。[2] 建立在《宪章》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从根本

上打破了霸权主义国际法，开启了国际法发展的新篇章，擘画了二战后国际

秩序的基本架构、共同理念和普遍规则。

（一）《宪章》确立了其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宪章》第 103 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

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3] 这

确认了《宪章》义务优于其他国际协定义务。在国际实践中，《宪章》义务

也优于习惯国际法义务。[4] 这意味着，《宪章》具有普遍约束力，二战后国

[1]　近代国际法主要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曾长期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思想，

广大殖民地、附属国被视为所谓“非文明或半文明国家”。

[2]　Robert McCorquodale, “An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7, No.3, 2004, p.478.

[3]　《联合国宪章·第十六章杂项条款》，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
un-charter/chapter-16。

[4]　《第十二章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2006 年，第 212 页，https://legal.un.org/ilc/
reports/2006/chinese/chp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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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是基于《宪章》的国际法，而非全部的国际法。

因此，无论是二战前的传统国际法还是二战后的现代国际法，无论是条约国

际法、习惯国际法还是一般法律原则，都必须以《宪章》为依归，与《宪章》

背道而驰的殖民主义国际法、霸权主义国际法、习惯国际法、区域国际法等

均归于无效，这就为二战后国际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划定了具体范围。

（二）《宪章》确立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为国际社会设定了基本行为规范，

构成了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

《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并由此引申和发展出不干涉

别国内政、民族平等和自决、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国际合作、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等原则。联合国大会 1970 年通过的《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以下简称《宣

言》）进一步强调，“各项宪章原则构成国际法之基本原则，因之呼吁所有

国家在其国际行为上遵循此等原则，并以严格遵守此等原则为发展其彼此关

系之基础。”[1]《宣言》还分别明确了各项原则的含义和要素，得到各国普

遍认可。《宪章》和《宣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和谐共

处的法律基础，为国家间开展交往、合作，解决争议提供依据，成为评判各

国行为合法与非法、正义与邪恶、责任与免责的标尺，构成了现代国际法最

重要的渊源和多边主义的法律基础。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主权与不干涉

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与禁止使用武力，善意履行义务与开展国际合作是相辅

相成的重要原则，为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为各国开展交往和处

理共同利益问题提供了指引。

在《宪章》各项基本原则引领下，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殖

民统治，实现民族自决并获得独立国家地位，历史上首次将使用武力与武力

威胁非法化，终结了通过战争和武力获取领土、干涉他国内政的正当性、合

[1]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外交部网站，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200404/t20040408_7948223shtml。



18

《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1 期

法性。自此，开放包容的国际社会取代了欧洲“文明国家”排他性俱乐部，

国际法真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筑起坚实屏障。广大发展中国家

亦从国际法的适用对象转变为参与者、运用者，国际法真正走上了去武力化、

去殖民化、公正化、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三）《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法基础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或国际规则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法，《宪章》宗旨和原

则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20 世纪以来的一段时期，国际法迅

速从习惯国际法向条约国际法演变，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了大量的国际立法

活动，缔结的国际条约涉及和平与安全、外交关系、经济贸易、打击跨国犯

罪、人权、人道主义、海洋、外空、环保、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等各个领域，

这些国际法规则都将《宪章》作为指导原则。如外交关系领域的《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2]；海

洋与外空等领域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3]及其两个执行协定、《外空条约》[4]

和《南极条约》[5]；人权领域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6]、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

[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基于“《联合国宪章》所载之国际法原则，如人民平等权利

及自决，所有国家主权平等及独立，不干涉各国内政，禁止使用武力或威胁以及普遍尊重与

遵守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等”，构建了条约法基本架构。

[2]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

则中各国主权平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间友好关系”为基础，为国家间外交

领事关系提供了基本规范。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巩固各国间符合正义

和权利平等原则的和平、安全、合作和友好关系”，确立了海洋各项基本制度。

[4]　《外空条约》要求“各缔约国在进行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的各种活动方面，应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

和了解”，构成了外层空间法之基础。

[5]　《南极条约》明确以“促进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为目的，要求“每个

缔约国承诺作出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适当努力，以达到任何人都不在南极洲从事违反本条约的

原则或宗旨的任何活动的目的”。

[6]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等“依

据联合国宪章揭示之原则”以及“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

信念”，进一步宣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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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惩治国际犯罪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涉及大气、荒漠化、臭氧、

林业、濒危物种、化学品等领域的环境条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3]等，无不遵循《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从这一意义而言，

《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基础。

联合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国际实践证明，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是

国际秩序的依据。《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其建立

的集体安全机制取代了传统的军事结盟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实现战后

总体和平，有效管控局部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是现

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值得国际社会共同捍卫守护。

（四）中国坚定维护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

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

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4] 中国倡导的多边

主义国际秩序建立在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之上，除《宪章》外，还包

括其他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等国际法。

中国坚定维护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权威性，坚定维护《宪章》宗旨与

原则，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坚持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霸权、反

干涉、反经济胁迫、反单边制裁、反对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在《宪章》框架之

外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他国利用涉台、涉藏、涉疆、涉港等问题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履行其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时，应当恪

守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为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明确了

基本原则。

[2]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回顾“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主权

权利按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基础上，确立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基本原则。

[3]　《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

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

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确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原则。

[4]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求是网，2020年9月21日，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09/22/c_11265236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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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救济性分离权”谬论，坚决防范应对非法侵占中国岛

礁和侵犯海洋权益的行径。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坚持“保护的责任”应在联

合国框架下行使，诉诸武力保护平民人权应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坚持各

国和国际组织都应以国际法为共同准绳，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

坚持各国和国际组织应严格按照条约授权或当事方约定行使管辖权，反对滥

用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司法仲裁程序扩大管辖权。坚持全面、平等、统一解释

和适用国际法，反对双重标准和曲解滥用。坚持国际法的有效遵守和实施，

切实增强国际法的有效性。对于他国违反国际法、损害中国国家公民或实体

权益的非法行径，坚持依据公认的国际法追究有关国家的国际责任。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

现行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建立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基础之上，它

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区域性国际组织等为补充。

（一）《宪章》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与联合国为主体的战后国际秩序基本

架构，并划分其各自管辖范围

《宪章》以“我们联合国人民”之名义立约定章，旨在将所有的国家和

人民都纳入国际社会，充分维护主权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基础地位。《宪章》

前言和第 1 条确认了联合国的核心地位以及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

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各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明确维护国家

主权与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外，《宪章》还将全人类利益作为保护

对象，开启了二战后通过国际法保护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先河。[1]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规范国家间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1]　传统国际法主要是界定国家权责，以规范国家双边互惠利益为重点，一般不涉及国

际社会公共利益，是“更高级的私法”。国际联盟是国际法由双边互惠的纯私法体系迈向国

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法体系的开端。联合国的建立，标志着国际法由规范双边互惠利益向国

际社会公共利益转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国际秩序既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体系，也是维

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体系。面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冲击，联

合国的作用愈发重要和凸显，世界需要强化联合国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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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公共秩序法律规范。同时，《宪

章》还明确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主权国家国内管辖之事务，确立了

处理主权国家与联合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

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重要宗旨。联合国并没

有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国家仍然是联合国舞台的主要演员。[1] 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也变

得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迄今已拥有 193 个会员国，共同构成国际社

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三）联合国是战后国际多边体系的核心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

为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价值指引和制度安排，在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推动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

责任，负责判定对和平之威胁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并对威胁和破坏国际和

平与安全以及侵略之行为采取措施等。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联合国积极协

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发展为目标，顺应

经济全球化趋势，动员全球资源，制定和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几十亿人口迈上现代化征程。[2]

（四）联合国专门机构和条约机构作为联合国重要补充，在协调国际事

务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宪章》宗旨原则之一是促进国际合作，其第1条第3项进一步规定：“促

[1]　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五版），吴越、毛晓飞译，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5 页。

[2]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10 日，https://
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009/t20200910_98692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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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

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

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与专门国际组织缔结双边条

约使其与联合国建立联系，联合国专门机构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成员，并通

过国际合作将有关国际事务纳入联合国管辖范围。目前，联合国已与 17 个专

门机构建立联系。[1] 同时，为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联合国还陆续设立了

若干项目和基金，包括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会、环境署、妇

女署、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此外，联合国还通过缔

结条约的方式，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机构建立联系，如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武组织等，将其纳入联合国体系。这些联合国专门

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在各自领域内搭建起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依托这些机构，联合国将各领域的国际合作进行整合并纳入其系统。[2]

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宪章》第八章赋予区

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解决区域争端等方面的职能，将

区域性国际组织纳入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体制之中，确认区域

安排及区域组织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独特价值。[3]该章节被认为是“把

区域组织安装在世界制度的齿轮上”，“把区域环节焊接在世界链条之中”。[4]

根据《宪章》第 52 条，“区域安排和区域组织应以符合宪章的方式进行，区

[1]　目前，联合国已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旅游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发展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等 17 个专

门机构建立联系。

[2]　Franz Cede and Lilly Sucharipa-Behrmann, The United Nations: Law and Practice,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18.

[3]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 区域安排》，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
un-charter/chapter-8。

[4]　“Dumbarton Oaks Proposals Comments and Proposed Amendments,”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UNIO-Volume-3-E-F, San Francisco, 
1945, p.470,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0969?ln=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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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协议不得与《宪章》规定相抵触”。任何区域安排或区域组织都应受《宪章》

第八章的约束，确保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核心地位，区域组织

的活动范围应限于本区域内共同安全事务，采取武力行动须获得安理会授权。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区域经济、社会等方面也扮演一定角色。《宪章》“并

未排除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联合国本身就建立了 5 个区域

经济委员会。事实上，“大多数区域间国际组织行使的职能与《宪章》第 52

条规定的区域安排毫无关系”。[1]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和平纲领》

中对区域安排和区域机构的职能作了扩大解释，指出：这类联盟或实体可以

包括联合国成立前或后根据条约设立的组织，为共同安全和防务而设立的区

域组织，为一般区域发展或为特定经济问题或功能进行合作而设立的组织，

以及为应付当前所关注的某个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团体。[2]

二战后尤其是近 20 多年来，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欧盟一体化从经济

到政治安全领域全面推进，北美经贸一体化日益紧密，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

加快，拉美也在朝一体化方向努力。实践中，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组织

以多边安排、协定和机制为依托，成为开展区域内国家经贸合作、促进文化

交流和政治互信的重要载体，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补充。

多年来，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

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撰文表示，“联合国过去 70 年的成绩

令人骄傲，殖民主义瓦解，种族隔离终结，和平与安全得到巩固，人权公约

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联合国的贡献。”[3]

[1]　Philippe Sands Q. C. and Pierre Klein, Bowett’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9, p.156.

[2]　Boutros Boutros-Ghali,“An Agenda for Peace,” January 31, 1992, https://digitallibrary.un. 
org/record/145749, p.35.

[3]　Ban Kimoon,“The UN Charter at 70: Toward a Safer an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We the 
Peoples,” June 26, 2015,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articles/2015-06-26/un-charter-70-
toward-safer-and-sustainable-future-we-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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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是联合国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和支持者

习近平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联

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

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1] 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核心作用。[2]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主张维护以安理

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巩固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

用，发挥联合国专门机构、条约机构在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全

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支持区域组织在联合国框架下为解决本地区问题发挥

积极影响，反对任何域外势力跨区域介入、越界扩权。中国推动建立区域组

织或专门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等，是对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现行多边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四、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

（一）意识形态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国际法总是表现为对政治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伪装。[3] 一旦其伪装被揭开，

就会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意识形态之手在统治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起源于

资本主义萌芽，植根于欧洲宗教文化，自诞生起就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相伴相成。欧美国家为塑造国际秩序、推进全球霸权，先后提出多个价值观“标

准”，为其霸权行动寻找正当性依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 470 页。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7 页。

[3]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7-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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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 世纪殖民主义时代，欧洲列强就提出“欧洲文明优越论”，自

诩为“文明国家”，认为欧洲以外的亚非拉国家是“非文明”国家或“野蛮”

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被赋予不同的法

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些国家因此被排

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外。国际法学家安东尼奥·卡塞斯曾指出，“国际法原

则与规则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意识形态以及‘自

由市场’观念的烙印。”[1]

二战以后，以《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法确立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基础，

其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从法律上终结了“文野之分”和西方基督教文

明“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格局，不同制度、宗教、文明、意识形态一视同仁，

以宗教、地理或文化为依据划分国家等级失去了依据。《宪章》不仅承认不

同国家的价值观并存，而且包容国际社会和全人类价值。但随之而来的冷战，

使美苏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展开激烈争夺，意识形态对抗愈演

愈烈，多元并存的国际法价值观遭到破坏。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鼓吹西式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西式人权

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国家行为“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

在全球输出美式价值观，大搞“颜色革命”。《宪章》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被

异化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自诩“民主灯塔”“人权标杆”，实际

上却是参加国际人权公约最少的大国，只参加了9个核心人权公约中的3个，

充分暴露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21 世纪以来，面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挑起了新一

轮意识形态之争。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攻势，

将中美博弈演绎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决。美国将中国视

[1]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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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性对手”，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诋毁中国形象，煽动

意识形态对抗。英国连续发布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是“制度性竞争者”“划

时代和系统性的挑战”，宣称将通过“保护、结盟、接触”三大支柱处理对

华关系。欧盟称中国是“全面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宣称要对华“去风险化”，

打造基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同盟”“科技联盟”，严重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二）中国坚持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追求

习近平在 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文明因多样

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人文基础。”[1] 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并将之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战略引领之一，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

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

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共同倡导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

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2] 这些重要讲话和倡

议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新的合作前景。

国际法以多元化价值观为基础，中国在国际实践中始终坚持文明多样性

的价值追求，主张文明的平等性、反对文明等级论，强调尊重差异，促进不

同文明共同发展；主张文明的包容性、反对文明排他性，强调殊方共享，反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8 页。

[2]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中国政府网，2023 年 3 月 15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8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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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霸权；主张文明的多样性、反对文明单一论，强调和而不同，追求和

合共生的文明盛景。崇尚和平，弘扬平等、对话、包容、互鉴是中华文明的

本质属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持续、历久弥新的基本要素。世界上的文明范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任何文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

对话中摄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中国认为文明没

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

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国从不以意

识形态划线，从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推动不同文明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打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良渚论坛等文明交流国际平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拓宽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文明霸权影响提供了全

新选择。

五、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面临严峻挑战

（一）美国等国家对以《宪章》为基础的现有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国际实践一再表明，《宪章》确立的一些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并未完全落

到实处。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各国未依据《宪章》对传统的殖民主义国际

法进行清理，也未对维护旧秩序和殖民特权的国际法进行适应化修改，使其

符合《宪章》的规定。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经济不平

等基础上，没有与《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精神保持一致。20世纪 60年代，

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曾作出建立国际经济和法律新秩序的努力，提出经济独

立、文化自治和将联大决议作为国际法渊源等主张，试图改变不合理的殖民

主义国际法规则，但囿于实力薄弱无果而终。

当今的国际秩序主要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长期以来，

美国等国家打着国际法普遍适用性、客观中立性的名义追求自身利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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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优先地位及宗旨原则并未得到切实遵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和以《宪章》

为基础的国际法及国际秩序持续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贬

损和破坏，《宪章》所载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很多时候还停留在纸面上，远未

成为现实。美国等国家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合则用、不合则弃”，对有利

可图的规则“把控主导”，对有利益冲突的条款“着力规避”，对束缚手脚

的规范“打破重塑”，将国际法作为维护霸权的政治工具。

（二）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却将之包装为多边主义的形式

“美国优先”和利益至上深植于美国的政治基因中。冷战结束以来，美

国以反恐和人道主义干涉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接连发动科索沃、阿富

汗和伊拉克战争，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颜色革命”，滥施单边制裁。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力遭受重创，单边主义行径却日益加剧。政治层

面出台“重返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经贸层面介入并扩大“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缔结《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以制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逐步边缘化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向高峰，

推行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退群毁约”，在联合国之外大搞单边军事

行动、单边经济制裁，冲击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多边贸易体系。拜登政府

上台后，虽然对外重新打起多边主义旗号，宣称“返群复约”，修复盟友关

系和形象，但更多是在《宪章》框架和联合国体系之外推进以“印太战略”

为核心、以盟友伙伴体系为依托的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以多边主义之

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三）美国等国家提出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挑战以《宪章》

为基础的国际法

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对外表态可以看出，所谓“规则”包括但不限于《宪

章》等国际法，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有约束力的“硬法”，包括《宪章》及

其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安理会决议、一般法律原则等；二是没有法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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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的“软法”，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制定的决议、指南等；

三是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法律”和“原则”，如 WTO 和国际标准组织制定

的规则和标准。[1]美国等力推上述所谓“规则”，真实意图在于谋求对“规则”

的定义权、解释权，维护西方制度霸权。正如前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约

翰·杜加尔德指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没有明确的具体内涵”，“并

不是国际法，而是一种国际法之外的替代性制度体系，将不可避免地挑战和

威胁国际法的地位”。[2]

美国还曲解国际法，违反《宪章》确立的公认国际法基本原则。一是违

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美国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把国家分为“民主

国家”、“威权国家”、“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凭借其超级大

国地位，将西式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西式人权作为普世标准，

强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造，并将价值观与经贸、发展、援助、科技等挂钩、

捆绑，借以向他国施压。以是否采取“民主治理”作为他国政府合法性的要件，

企图以“民主合法性”取代“有效统治”作为决定是否承认他国政府的标准，

并将是否实行西式“民主治理”作为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企图复活西方殖

民时期文明等级论。

二是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贷款

规则，将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善治”作为向其提供

援助的条件，侵犯他国自主选择经济、社会制度的权利。对政见不同国家频

繁实施武力干涉、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介入他国内政，支持分离势力的叛

乱团体，策动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超越民族自决权原则仅适用于受殖

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两种情形的限制，鼓吹所谓“救济性分离”或“救济性自决”，

[1]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Virtual Remarks by Antony Blinken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pen Debate on Multilateralism,” May 7,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
blinken-virtual-remarks-at-the-un-security-council-open-debate-on-multilateralism/.

[2]　John Dugard, “The Choice before Us: International Law 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6, No.2, June 2023, pp.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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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他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独立。

三是违背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美国突破传统国际法上内政与外交的

界限，通过倡议、立法、司法、执法和机制实现其外交目标，[1] 将国内法和

政策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违反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域外管辖权原则，突破国

家管辖应与管辖对象存在合理主权利益的准则，非法行使域外管辖权和“长

臂管辖”，推行跨国执法、非法单边制裁。非法行使域外执法管辖，依据国

内立法，在军控、环保、人权、麻醉品管控及反恐等领域确立“国际标准”，

并通过每年发布所谓报告方式审查他国，迫使他国修改国内法。以国内审查

机制代替国际条约履约监督机制，自身却不受相关约束和监督。美国推出所

谓国别年度人权报告，对世界上 190 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审查，并以此

作为提供金融援助、授予贸易特权及施加制裁的标准。美国还凭借全球经济

主导地位和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将其国内法中的经济、技术、互联网标准作

为全球规则发挥影响，实际上是进行间接管治，这在公司、证券、航空安全、

互联网领域尤其突出。美国还将单边制裁作为外交工具，在联合国框架外滥

施制裁，如利用“实体清单”“军事用户最终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中

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等制裁中国企业。当前被列入美方各类制裁清单的

中国企业多达1300多个，涉及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

教育科研等领域和行业，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长江存储等高科技企业。[2]

此外，美国还滥用域外司法管辖权，通过复活 1789 年《外国人侵权索赔法》

和 1991 年《酷刑受害者保护法》，赋予美国法院管辖外国国家涉及国际法的

所谓“侵权行为”和“酷刑”提起诉讼的权利，严重干涉他国司法主权。同时，

美国多次阻挠重启 WTO 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使得 WTO 争端解决功能因

[1]　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Vol.102, No.6, Foreign Affairs, 2023, p.14.

[2] 《谢锋大使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与美国资深媒体人举行专场炉边谈话》，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官方网站，2023 年 7 月 20 日，http://us.china-embassy.gov.cn/chn/dshd/202307/t2023072 
0_11115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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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瘫痪。策动仲裁机构越权管辖，“司法造法”，改写本应适用的国际法，“南

海仲裁案”即是典型。

四是对国际规则采取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规避本应适用的国际法，

且拒不执行国际法院多个判决。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域制度之

外另立所谓“国际水域”，并在他国国家管辖海域强行实施所谓“航行自由

行动”，违反公约规定的海域制度和航行制度。极力否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

家主张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等联大决议的效力，却大力鼓吹同是联大决议

的《世界人权宣言》效力。拒不参加一系列构成国际法根基的造法性条约，如《京

都议定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等。据统计，在二战后交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中，世界各国平均

加入了其中的 76%，而美国只加入了其中的 63%。[1]

（四）美国将其盟伴关系安排包装成多边机制，弱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

美国主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依托的是所谓“国际社会共

同建立的机构”，[2] 企图弱化联合国体系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削

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美国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建立意识形态同盟，

企图通过单边、双边或区域安排和机制控制国际事务主导权，介入本应由联

合国主导或协调的跨国问题与国际事务，侵蚀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

的核心地位。二是贬损《宪章》确立的集体安全机制。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建

立区域、双边军事同盟，打造军事对抗、安全同盟和地缘政治小圈子，损害

国际社会共同安全利益。绕开安理会，对南联盟开展“人道主义军事行动”，

在其行为合法性遭质疑后，又推动非政府组织炮制出“保护的责任”，企图

将单边主义干预合法化。曲解扩大适用武力自卫规则，提出“先发制人”战

[1]　Jeffrey S. Peak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 Treaty Ratification: Bilateral Treaties from 
1949 to 2012,”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3, No.4, 2017, pp.832-853.

[2]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
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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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反恐战争”为由，将武力自卫的条件从“受到武力攻击”扩大到存

在尚未发生的“潜在威胁”，把武力自卫的对象从限于外国国家扩大到包括

外国的非国家行为体，严重损害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三是背离《宪章》规

定的区域安排制度。近年来，美国加大在印太地区投入，打着所谓“区域合

作”的旗号，大搞地缘政治、妄图筑起“小院高墙”，在亚太地区推进所谓“印

太战略”，推动北约“东进”亚太，意欲在日本建立首个亚洲联络处。强化“五

眼联盟”，巩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加

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在印太地区排出“五四三二”阵势。美

国“印太战略”“五四三二”阵势，都超出本区域成员国安全防务等内部事务，

难以归于《宪章》第 8章允许的区域性安排，既突破了第 51 条有关集体自卫

组织应限于防御外部威胁的限制，也超出了第 53 条有关区域组织应限于维护

本区域内成员国安全的限制。特别是美国推进北约“东进”亚太，扩张到“区

域外”，推动进攻性的军事安全政策，背离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五）美国将西式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进行宣扬推广，大搞意识形

态和文明制度歧视

美国鼓吹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是“普世价值”，并利用其优势

地位输出意识形态。极力推动“美式民主”成为国家治理的标准，对拒不遵

从美式价值观和民主标准的国家，如朝鲜、古巴、伊朗等，滥施单边制裁，

胁迫其进行制度变革，并将“民主治理”作为判定是否提供对外援助的标准。

操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将非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价

值观“妖魔化”，频频借台湾、东海、南海、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插手

中国内部事务，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借联合国等多边平台输

出美式人权标准和意识形态，罔顾《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权国

际保护不得违反《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规定，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借人

权干涉他国内政，将人权的国际保护理念和规则篡改为美式人权理念和规则。

在联合国大会、人权条约机构和人权委员会等多边机制下，借用联大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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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条约机构一般性意见等软法形式，企图将西式民主理念融入国际法，推

动民主标准的西方化和单一化。如 2000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2000/47 号决

议要求对多党派开放投票权，不允许一党执政国家主张其是有效的民主体制；

2002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2002/46 号决议将美式民主的“政党和组织多元

制”“权力分立”等作为民主的基本要素。美国还通过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

启动“民主行动年”和提出“重振民主总统倡议”，打造西式意识形态“小

圈子”。这些做法严重侵犯各国自由选择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违反国家主

权平等原则。

六、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与时俱进打造

“升级版”的国际秩序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正酝酿新一轮重大变革。地缘政

治冲突日益严峻，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升级，严重冲击联合国集体安

全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美欧“去风险”“脱钩断链”，构筑经贸、科技、

金融等“小院高墙”，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大国之间竞争更

加激烈，各国治理理念、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国际社会互信共识衰减，协商

合作削弱，国际治理机制呈现阵营化、区域化、碎片化。国际社会权力结构

愈加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亟待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和规则。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等全球

性危机加剧，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技术挑战以及其他全球

性潜在威胁不断增多，围绕着全球公域、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立法需求上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1] 是

要团结还是要分裂？是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是要共赢还是要独霸？人类又一

[1]　《我们的共同议程——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网站，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
www.un.org/zh/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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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站在了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各国期待大国良性互动，期待中国在引领全

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一”的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丰富和发展

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为中国引领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正确方向

发展指明了路径，更是顺应了百年变局的大势和潮流，打破了西方的话语垄断，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一国际秩

序观以多边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依据，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依托，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是应对和破解全球

问题和挑战的“金钥匙”，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注入强大思想动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展望未来，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任重道远。新

形势下，我们要推动国际社会与时俱进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有效的、“升级版”

的国际秩序。

（一）坚持并超越现有多边主义滞后被动应对的局限性，打造多边主义

的“拓展版”

因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增加，不断丰富和更新多边

主义的理念，兼容并包，倡导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在应对国际事务和全球威胁

挑战上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变嗣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局部解决问题为

全链条、全过程的全面治理，变不可持续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大力倡导预防

外交和预防行动。

（二）维护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的权威，打造国际法的“增强版”

一是要维护《宪章》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优先适用地位，坚持在《宪章》

框架下识别和确认强行法，坚持以《宪章》作为判断解释习惯国际法是否合

法的依据。二是要促进国际法渊源的民主化。在解释适用国际条约、识别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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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时，应全面考虑各国而非少数国家的法律确信和国

家实践，并因应实际需要，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发展体现各国意志的国际“软

法”。三是要不断发展维护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公共产品”，

特别是顺应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以及国际社会迈向“去碳化时代”、“数字

化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断健全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规制气候变化、人工

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法规则。

（三）不断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打造联合国的“扩容版”

一是要推动建立国家主导、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分层共管的全球治理新

机制，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坚持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

作用，并适应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的现实需要，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在

全球治理中的一定作用。二是要不断扩充联合国管辖事务范围，建立相应的

专门性国际组织或机制，将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国际事务纳入联合国规管范围，

避免联合国在国际治理中缺位。三是要加强联合国在协调区域组织或机制方

面的核心作用，将区域组织和机制纳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避免国

际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四）不断丰富发展国际法的多元价值观，继续坚持和弘扬“包容性”

的文明多样性的价值追求

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文明倡议成为全

球共识，使其融入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成为引领全球治理以及塑造国际秩

序和国际法的重要价值理念。

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

指引，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多边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事

务中做主和派、促和派、维和派，坚持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反对“脱钩断链”“小院

高墙”“泛安全化”。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宪章》为基础的真正国际法，坚



36

《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1 期

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

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反对任何曲解、滥用国际法的行为。坚

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维护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核心地位，支持联合国体系在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

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小圈子”和集团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际法

的多元价值观，尊重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样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

西方思想文化制度霸权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中国

将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采取集体行动贡献

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继续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维

护者、文明多样性的促进者，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为引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

国携手缔造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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